央行的独立及问责

行政机关与央行之间的关系应予规范化，以加强金融政策的公信力和金融管理的专业性。央行独立及问责之间应有适当的平衡。

政府是必须接受市民问责的；不论政府采用何种管治架构或本身属于何种政治制度，这是一项重要的原则。在不同的政府架构或政治制度之下，不同的只会是确保政府具问责性的具体机制，政府须向公众负责的原则却不变。某些宪制安排可能会令达到问责的过程变得格外吃力及富挑战性。本港的政治制度促使行政立法之间保留一种具建设性的制衡关系，便是很好的例子。但纵使这样，我们仍不能舍弃问责的原则。

然而，为确保政府向公众负责而设立的种种问责机制，却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会导致短期政治考虑渗入以长远公众利益为目标的政策内，令这些政策「转向」。以这样的问责安排为例：若每隔一段日子市民便可凭选票直接表达对政府的支持程度，政府很自然地在作出重要决策时便可能较偏重短期的政治效益，忽略对长远政策可能带来影响。但如果这种政策「转向」是反映社会大众经过深思熟虑，细心分析所有资讯，以及客观权衡利害得失与另行方案而乐意接受的结果，可说无可厚非。原因是这是社会大众的抉择，相信无人会反对。借用经济学的术语，整体社会与个人一样，对满足本身不同需要都有一条所谓的「无差异曲线」，而且应该有自由在曲线上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点。但实际情况是否这样，市民是否能够掌握所有资料，了解不同政策决定的利弊，相信并不容易，而公众的长远利益亦可能会因而受损。

若要举出这种政策「转向」的例子，货币管理环节可说比比皆是。历史上便出现过不少政府藉「印银纸」或减息来降低借贷成本，以图赢得选举或争取人民对某些事项的支持，结果导致民不聊生，甚至政府本身亦落得垮台的下场。在大多数情形下，货币管理遇到狭隘的政治干预，会令社会的长远利益受损。因此，国际间至今已有共识，认为应该设立适当机制，确保货币管理独立运作，不受政治干预。事实上，过去10年出现了一种很明显的全球性趋势，就是行政机关与央行之间关系的透明度日渐提高，而央行亦获得较大的自主权，甚至正式的独立地位。

我相信近期世界各地央行朝此方向的发展，很值得香港参考。由于本港实行规范化的货币制度，香港金融管理局的运作并无太多酌情空间，加上银行监管制度相当完善，可能使这种央行自主的趋势对香港来说关系较小，亦不迫切。此外，基于我们认为维持高透明度有助向公众负责的信念及理由，金管局一向采取主动，致力提高整体运作的透明度，这对我们的加强问责以至自主运作亦有帮助。在不影响政策及运作有效性的前提下，我们尽可能提供详尽资料，并与社会大众接触，直接解释大家关心的事项。我们亦向市民代表详细解释各项政策及事务，并认真听取及研究他们表达的意见。我亦随时准备每季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的会议，详尽介绍金管局的工作。此外，我们亦会就当前公众关心的事项向委员会特别简报，并致力与传媒保持紧密的联系。因此，虽然有些时候我们的措施会对社会大众带来痛楚，但香港的货币管理至今并无出现政治干预令政策「转向」的情况，亦能以符合全港市民长远利益的方式运作。

正当香港回望这几年成功抵御金融风暴及处理主权回归后的挑战的成果，汲取当中的教训，并迈步向前时，我们要小心在引入新管治安排时带来可能令金融政策「转向」的风险。我们有需要考虑怎样避免影响金融管理所需坚守的专业精神及公平公正的原则。若认为有必要推行某些切合香港独特环境的保障机制或措施，我们当然不应犹豫，尽早研究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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